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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导和鼓励农户参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利用2018
年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分析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

资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机制分析发现,规模扩张需求和技术型经营创新需求是农户外出务工经历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

的重要途径。从群组差异来看,农户外出务工就业层次越高,外出务工经历对投资意愿的提升效应越强;

对于规模农户、年龄在50岁及以下或农业从事年限在20年及以下的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投资意愿的提

升效应显著。此外,东部地区数据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意愿驱动投资行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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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农村基础设施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基础地位和保障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1]。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越发重视,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基本解决,农村供水、供电得到可靠

保障。2022年8月以来,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共同印发《农村公路扩投资稳就业更好服务乡村

振兴实施方案》,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

作方案》,我国进入新一轮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由于具备公共品属性,政府一般在农村基

础设施供给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无法包揽全部。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收入来源缩水使得

基层政府缺乏财力支撑,“两工”制度取消使得建管护缺乏劳动力[2],部分基础设施陷入供给困

境。尤其是田间道路、农田水利等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社区内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导致农

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发展受阻[3-4]。为此,国家配套“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等制度调动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但因制度组织成本高、参与风险大以及农户收入水平限制、“搭便

车”行为等原因,农户参与热情并不高[5],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一度因农村人口外流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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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人参与的尴尬境地[6]。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路径须调动农村内在的自我营建力量。2022年5月23日,中办、国办印

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自下而上、村民

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充分肯定了农村自组织能力和农户参与意

愿对于提高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必要性。近年来,由于乡村各方面条件改善以及多类型惠农政

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劳动力选择返乡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凭借在外打拼“赚够了钱、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本事、提升了能力”[7],成为农村稀缺性的人力资本和乡村振兴重要的人才来

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农户能否为农

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财政难以覆盖的社区内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的活力以及如何提

升这一活力值得探究。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外出返乡农户还将大规模存在,研究农

户外出务工经历对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二、文献述评

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以财政为支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性不足,部分地区的农村基础

设施供给受到制约,关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成为焦点议题之一,并形成

了“制度视角”和“行动者视角”两大归类。其中,前者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优劣归因于各类制度

和结构,后者则注重分析不同特质的乡村行动者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在从传统农村向

现代农村的转向以及农村成员流动愈加频繁的过程中,对行动者作用的分析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

位置[8],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农民主体的参与问题引发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必要性及参与内容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外生于公共财政有限现状,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且

在特定方面具备比较优势。首先,在基层政府“财权降低、事权不变”以及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不足的现实背景下[2],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是弥补政府供给缺位的关键力量。其次,作为

农村基础设施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农户参与供给能够将自身需求真实有效地反映在供给

决策当中,有效避免政府供给决策中的有限理性,规避供需失衡问题[9]。最后,对于某些外部性

较弱的设施,比如小规模、非国有化的水渠水库等,政府运用科层制形式直接管理实际上相对困

难,而村委会或专业协会领导下的集体行动拥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少的“搭便车”现象[10],农
户参与此类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具备相对优势。

事实上,农户可能对某些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存在参与优势,而对于某些设施并不如此,因此

厘清农村基础设施类型是研判农户参与情况的前提。从功能用途来看,WorldBank将农村基础

设施分为经济性与社会性两大类[11]。与之类似,学界普遍分为生产性与生活性两大类,其中生

产性基础设施主要在生产经营中发挥作用,包括交通、水利、能源等;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用于改

善农民生活质量,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12-14]。从公共品性质来看,农村基础设施分为纯公

共品与准公共品,其中纯公共品有很强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般由政府主导供给,如义务教

育、农村医疗、文化设施等;准公共品介于纯公共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具有一定外部性但收益不外

溢出本辖区,可以由乡镇政府或村组织带领农户投资,如田间道路、区域内水利设施等[10,15]。因

此,从性质分类来看,需要农户参与供给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外部性较弱的社区内准公共品,而从

功能分类来看,这部分基础设施大多为与农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生产性基础设施。
(二)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态度及影响因素

在厘清类型的基础上,为了解农户态度,学者就农户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与供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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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研究对象是具有准公共品性质、收益或成本不溢出本辖区的社区内生产性基础设施,由于这类基础设施外部性较小

且与自身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农户才有义务、也有意愿参与供给,后文将进行详细说明。



愿展开分析。部分研究表明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迫切,但他们认为政府是基础设施供给

的主体,其自身参与筹资的总体意愿不强[16]。也有测算发现,农户已经具有比较强烈的参与意

愿,众多农户愿意投资或者愿意在村集体经济出资、他人参与等条件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17]。
而且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和供给意愿存在差异。如白南生等[12]

以安徽凤阳为例研究发现,农户的需求意愿呈现出生产性基础设施优于生活性基础设施的特点,
其融资意愿在农村道路方面与需求强度呈现出相关性。孔祥智等[15]针对福建省永安县的调查

表明,农户最需要的前三位次基础设施包含农田和山林水利设施、田间和乡村道路以及饮用水改

善,但是最需要政府投资的是农村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侧面说明农户对于水利、道路等基础设

施具备较强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地,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部分研

究从村庄、协会等组织层面出发,考察组织规模、成员异质性和制度规则等对农户意愿的影响。
如 Meinzen等[18]认为灌溉协会的规模、成员异质性以及领导阶层等是影响集体行动的主要因

素。何凌霄等[19]研究表明,制度规则和良好的干群关系对农户的建管护参与意愿具有提升作

用。另外一部分研究从农户个人、家庭层面出发,探究个体因素对基础设施参与意愿的影响,发
现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数、家庭种植规模和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等因素对农户参与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17,20]。特别地,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就农村公

共事务投入意愿的影响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认为,外出务工拓宽了农户视野、增强了农户需

求,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对社区建设的总体需求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21]。在外出

务工过程中,农户的各项资本也得到不同程度提升[22],并且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后会将增加的资

本带回家乡。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改进和自身资源禀赋的强化,外出返乡农户能够并且愿意参与

到人居环境整治等村庄公共事务当中[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就农户参与必要性、参与方向以及参与意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

且关注到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影响,但依旧存在不足。从研究范围来看,现有关于农户参与意愿

的研究并未区分农村基础设施类型,大多忽略了部分设施因性质和功能特性而无需农户参与的

事实;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农户参与意愿的研究尚未明确关注到外出务工经历这一因素,但是

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且频繁流动已成事实;从研究对象来看,已有研究基本以小农户为分析对

象,未注意到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步成为回流人口重点群体和村庄建设重要力量的现实。
鉴于此,本文引入Ostrom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延伸决策模型,研究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

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农户投资意愿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由于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般认为其供给由具

有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主导完成,这暗含了政府具有良善的供给动机和具备充足的供给能力两

层前提假设[24]。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自利的“经济人”,而且可能因职能众多而不

具备足够的财政能力,因此现实中农村基础设施并非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

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提出,为了满足发展需求,某些排他性或竞争性较弱的准公共品可以由市场

工具和农民自组织进行有效提供[10]。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公共产品外溢性较小时,农民的“搭便

车”心理和机会主义倾向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农民可以参与提供的是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基础

设施,其使用范围局限于农村社区内的特定区域,这与本文所关注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所具备的特

征相吻合。在这一范畴下,如果部分具备一定投资能力的农民认为自身对某项准公共品的投入

能带来“回报”,理性主体便会选择为该项基础设施“付费”。需要注意的是,农民自筹资金参与基

础设施供给以自主自愿为原则,并不具备强制性,因此只有当农民认为其投资预期受益并具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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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时才会选择“付费”,这也解释了并非所有农民均具有投资积极性的现实。而外出务工是

农户家庭基于内部成员比较优势进行的劳动分工配置,返乡农户具备不同于留守农户的经济状

况良好、眼界开阔、能动性强等特质,或可因此而形成投资积极性。
(二)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户投资意愿的理论分析

1.理论框架。Ostrom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AnalysisandDevelopment
Framework,IAD)旨在解释各要素如何影响集体行动与公共事务治理,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
评估结果三部分构成,其中行动舞台最为复杂和重要。IAD延伸决策模型,也称参与者智力决策

模型(ParticipantsIntellectualDecisionModel,PID)是行动舞台的核心,专注于行动舞台中单一

参与者进行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心原理是:除了外部环境和文化影响之外,一方面参与者的决

策意愿要受到参与者状况、对决策对象感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受到参与者行动前对

期望结果感知以及关于最终实际结果预期的影响[25-27]。这一思想与农户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

“付费”动机相契合。目前,已有学者基于该模型对农户种树意愿[27]、征地意愿[25]、耕地休养意

愿[26]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展现出这一模型在解读农户参与意愿方面的适用性。在本文研究中,
外出务工经历是返乡农户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其本身属于参与者状况子集内的重要部

分,而且在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结构下的离乡与返乡充满着多种因素的反复冲击,能够对

参与者认知状况、预期结果感知等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其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因此,
本文依据IAD延伸决策模型,着重探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

2.研究假说。按照IAD延伸决策模型分析框架,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

意愿的影响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是参与者状况子集中的重要因素,能够影

响同样作为参与者子集关键组成部分的家庭收入,并且能够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感知程度产生影

响,从而对投资意愿产生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促使返乡

农户形成生产变革需求,对生产性基础设施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偏好,在行动前对自身投资行为的

收益预测和期望结果更高,进一步反作用于投资意愿的提升(图1)。

图1 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提升效应①。作为一项村级公共事务,

参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户的经济实力与认知水平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劳动力流动是城

乡之间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改善家户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相比

于一直在村农户,外出务工返乡者的收入水平一般更高,并且在多年的外出务工过程中获得了更

多的储蓄积累[28]。经济实力的增强放松了家庭预算约束,提升了农户对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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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IAD延伸决策模型,参与者状况中其他因素以及外部投资环境等对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均在控制

变量中予以体现。



付能力,直接推动农户提升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农户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更容易接受先进的发展

观念、增强基础设施认知水平,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为自觉的意识,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基

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当中。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农户外出务工经历、生产变革需求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首先,农户外出务工经

历能够促进生产变革需求的形成。城乡迁移改变了农村居民原有的发展空间,有外出务工经历

的农户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积累实现个人能力的发展[29]。

能力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对选择自由的扩展,外出返乡农户因此更具自觉性和选择性,进而产生农

业生产变革的需求。结合现实情况,这种需求分为两方面:一是“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

田”的土地细碎化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低下,适度规模扩张成为生产者重要追求之一,也即规模扩

张需求;二是农业生产成本趋高和资源环境约束趋强引致传统农业增收乏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

能已成为农业提质增效和家庭增收重要方向[30],也即经营创新需求。

其次,生产变革需求能够提升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先行

投资”,生产性基础设施具有规模扩张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31],能够改变农业经济体系中各因素

相互作用的速率,直接影响农业绩效的高低。由此,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生产变革需求不可

避免地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这种生产变革需要基础设施参与来突破自然资

源的时空限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7];另一方面,大规模和新形式的生产要素和商

品流通均需要以相应的基础设施为支撑,以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在这种情

况下,外出返乡农户期望通过投资于生产性基础设施来满足发展需求、获取经济收益,对于自身

投资行为的预测收益和期望结果较高,投资意愿随之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规模扩张需求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经营创新需求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项目。该项目由经济日报社作

为负责方,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方案设计,由专业调查公司负责具体执行。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

样与两阶段抽样的抽样设计:第一阶段,以全国各县域的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依据进行分

层随机抽样,从全国抽取150个县;第二阶段,从被调查县政府部门获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登记

注册名单,根据调查配额等距抽取具体调查对象。第一期调查于2016年5月—2017年3月开

展,获得总样本5191个。为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进行动态分析,2017年11月—

2018年3月和2019年10月—2020年1月,上述机构分别开展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调查,分别从

已有样本中选择3000个样本进行追踪回访(临时增加了追踪样本),并选择部分普通农户进行

对比调查。其中,第二期共获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3014个和普通农户样本803个,第三期

共获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3044个和普通农户样本801个。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第三期调

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户样本,去除缺失值之后共得到2711个样本,其中1945个为

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766个为普通农户。考虑到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通常都是在自有资本积

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脱胎于传统农户,仍旧具有家庭经营的属性,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区

别,借鉴已有研究[32],本文将两者统称为规模农户。
(二)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为取值4~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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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变量,遂采用OLS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同时,由于农户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取值均为

非负整数,本文同时采用Poisson模型进行回归。OLS模型与Poisson模型分别如式(1)和式(2):

Investinfrai=α1+β1outsidei+γiZi+μi (1)

lnE(Investinfrai)=α2+β2outsidei+γiZi (2)

其中,Investinfrai 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outsidei 为核心解释

变量,即农户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Z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γ为待估系数,μ 为随机扰动项。

2.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外出务工经历这一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变

量,农户某些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会同时影响外出务工和投资决策。二是反向因果,若农户外出

务工之前就有生产变革需求和投资意愿,外出务工是为了积累资本、个人技能,那么投资意愿会

反向影响外出务工和返乡决策。三是选择性偏误,农户的外出务工经历具有非随机性。因此本

文参考已有研究[33],使用留一法选择本村外出返乡人口比重和本乡镇外出返乡人口比重作为工

具变量,即除本人外本村/本乡镇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口占本村人口的比重。合适的工具变量

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从相关性来看,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的社会网络特征,本村/本乡镇

内外出务工返乡的农民比重会影响其他农民的外出务工倾向,进而与个人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

历产生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外生性来看,由于农民一般难以从乡村务工社会网络中获得直接的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帮助,本村/本乡镇外出返乡人口比重与农民的投资意愿没有直接关系。考

虑到外出务工经历是二值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on-
ditionalMixedProcess,简称CMP)。这种方法基于似不相关回归,通过构造递归方程组实现多

阶段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可以避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包含离散型内生

性变量的模型进行估计时可能出现的偏误[34]。

3.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由于农户的外出务工行为和返乡行为并非是随机产生

的,而是具有极强的“自选择”特征,因此本文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处理外出务工经历的

“自选择”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基于反事实框架的思想,通过构造与处理组相似的反事

实对照组,从而获得近似随机的处理变量。本文根据农户的外出务工经历情况把研究对象分为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处理组)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对照组)。经过计算倾向得分并根

据倾向得分进行样本匹配后,这一方法能够基本消除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异质性,在两组样本的其

他特征变量没有显著性差异下,倾向得分匹配可以处理选择性偏差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此时

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净效应”。

4.中介效应模型。为进一步验证生产变革需求是否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与生产性基础设

施投资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温忠麟等[35]的做法,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中介效应

检验。在式(1)的基础上建立式(3)和式(4):

Intervari=α3+β3outsidei+γiZi+μi (3)

Investinfrai=α4+β4outsidei+λiIntervari+γiZi+μi (4)

式(3)中,Intervari 表示影响机制中间变量,该式说明了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规模扩张需求

和经营创新需求的影响。如果式(3)中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中间变量有显著影响,式(4)中中间

变量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同样具有显著影响,且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β4 与式(1)中的β1
相比有所下降或者该变量不再显著,则表明相应影响机制成立。

(三)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结合已有研究[12-14]并基于数据

可得性,具体选择村内道路、田间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化农业基地来表征生产性基础设施。

农户对各项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均通过“您愿意为所在村庄该项基础设施建设出资吗?”询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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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选项均为“非常不愿意”“不愿意”“比较愿意”“愿意”“非常愿意”,依次赋值为1~5。参考欧阳

斌等[36]的做法,本文将4个问题等权重加总得到范围4~20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农户对生

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越强,得分越低表示农户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越弱。可以发

现,农户的投资意愿平均得分为13.997,超越了中间水平,表明当前农户已经形成一定的投资积极性。

2.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由于

农村家庭中的生产生活决策一般以家庭集体决策为主,而户主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本

文将户主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唐林等[23]的研究,本文根据“您(户主)是否有外出务工的经历?”

这一问题来定义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并将外出务工经历定义为农户离开户籍所在村而在本县及

以外地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达到6个月以上的情况。若农户回答“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

为0。结果表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占比达到41.50%,表明当前外出务工返乡已经成为相

对普遍现象,返乡人员已经成为农村重要群体。

3.控制变量。依据IAD延伸决策模型分析框架并且尽可能减少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

借鉴已有研究[16-17],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3个方面选取共14个控制变量纳入模

型,其中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均代表参与者状况,外部环境特征则表征广义社会环境。具体而

言,个人特征包括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变量;家庭特征包括是否为农业科技示

范户、土地面积、家庭经营性收入、劳动力比例、经营类别变量,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特征,本
文还控制了亲朋好友数量和邻里信任程度以控制社会网络效应的影响;外部环境特征包括最近

金融机构距离、最近县城距离和地区变量。

4.中介变量。本文从规模扩张需求和经营创新需求两个方面选取变量验证生产变革需求

的中介作用。在规模扩张需求方面,土地经营面积和农资投入数量是表征农业生产规模的重要

特征,因此本文选择“未来是否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未来是否会扩大农资采购规模”作为规

模扩张需求的代理变量。在经营创新需求方面,技术资本是推动创新的刚需,因此本文选择“未
来是否会改进生产技术”和“未来是否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作为经营创新需求的代理变量。各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投资意愿 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得分,取值4~20 13.997 3.443
核心自变量 外出务工经历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否=0,是=1 0.415 0.493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0.881 0.324

年龄 岁 50.627 9.88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及以上=4 1.982 0.852
健康状况 丧失劳动能力=1,一般健康=2,比较健康=3 2.570 0.597

科技示范户 是否为农业科技示范户:否=0,是=1 0.178 0.382
土地面积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亩) 131.834 236.956

家庭经营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万元) 22.390 58.880
劳动力比例 劳动人口/家庭总人口(%) 0.677 0.263

经营类别
粮食作物=1,经济作物=2,混合经营=3,养殖业=4,种养
结合=5,种养加结合=6

2.156 1.4017

亲朋好友数量 过年时走动的亲朋好友户数(户) 12.295 10.650

邻里信任程度
外出时对邻居帮忙照看房子的放心程度:不放心=1,不太
放心=2,一般=3,比较放心=4,非常放心=5

3.636 1.237

金融机构距离 距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km) 0.156 0.669
县城距离 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km) 0.363 1.795

地区 东部地区=1,中部地区=2,西部地区=3 1.493 0.645
中介变量 规模扩张需求 未来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否=0,是=1 0.358 0.479

未来会扩大农资采购规模:否=0,是=1 0.436 0.496
经营创新需求 未来会改进生产技术:否=0,是=1 0.307 0.461

未来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否=0,是=1 0.267 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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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反映了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为使用 OLS模型得到的结果,第(2)列为

Poisson模型回归结果,为便于比较,本文计算了其平均边际效应,如第(3)列所示。可以发现,

OLS回归与Poisson回归均表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而且OLS回归系数与Poisson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基本一致。以上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

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假说 H1得证。外出务工是家庭进

行劳动分工配置的有效方式,外出返乡农户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和资本积累,不仅具备更强

的支付能力,而且能够进行更具收益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提升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

支付能力和需求强度的共同提升促使返乡农户产生投资意愿。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农户性

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为农业科技示范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经营类别、亲朋好友数量、

邻里信任程度以及所处地区均能够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农户个人特征

中,女性户主的投资意愿较弱,因为她们可能会受到体力与精力限制而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关注程

度较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基础设施重要作用的认知程度越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也较

高,故其投资意愿更强。健康状况更好的农户生产经营活动更为广泛,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对更

好,因此投资可能性更高。在家庭特征中,农业科技示范户对基础设施的认知水平和认可程度更

高,而且技术的采纳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他们的投资意愿更高。家庭经营性收入水

平较高,不仅表明其具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而且意味着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丰富,对生产性基础

设施的需求程度和投资意愿更高。在经营类别中,从事种养加结合的农户更愿意投资生产性基

础设施,这一方面在于其自身较强的经济实力支撑,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多元化的生产经营对各类

基础设施具有更高的需求。亲朋好友数量越多或者邻里信任程度越高,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越

广泛、对社会网络关系认可度越高,因此更加愿意为具有一定外部性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在

外部环境特征中,西部地区农户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更高,可能是因为本身西部地区的

供给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需要,引发了农户的投资意愿。
表2 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

变量
OLS Poisson dy/dx
(1) (2) (3)

外出务工经历 0.291** 0.021** 0.293**

(0.136) (0.010) (0.135)
性别 0.556** 0.041** 0.567**

(0.224) (0.017) (0.232)
年龄 0.004 0.000 0.004

(0.008) (0.001) (0.008)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0.078 -0.005 -0.072

(0.160) (0.012) (0.161)
高中/中专 0.103 0.008 0.107

(0.196) (0.014) (0.194)
大专及以上 0.842*** 0.057*** 0.812***

(0.287) (0.019) (0.281)
健康状况(丧失劳动能力为参照)
一般健康 -0.410 -0.030 -0.411

(0.353) (0.026) (0.358)
比较健康 0.597* 0.043 0.602*

(0.355) (0.026)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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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OLS Poisson dy/dx
(1) (2) (3)

农业科技示范户 0.653*** 0.045*** 0.632***

(0.169) (0.012) (0.161)
土地面积(取对数) 0.022 0.002 0.022

(0.028) (0.002) (0.028)
家庭经营性收入(取对数) 0.029** 0.002** 0.030**

(0.013) (0.001) (0.013)
劳动力比例 -0.139 -0.010 -0.144

(0.267) (0.019) (0.268)
经营类别(粮食作物为参照)
经济作物 -0.018 -0.001 -0.011

(0.168) (0.012) (0.168)
混合种植 0.169 0.013 0.176

(0.243) (0.017) (0.243)
养殖业 -0.041 -0.003 -0.037

(0.176) (0.012) (0.173)
种养结合 -0.255 -0.018 -0.245

(0.446) (0.032) (0.437)
种养加结合 0.830** 0.058** 0.836**

(0.416) (0.028) (0.415)
亲朋好友数量 0.025*** 0.002*** 0.024***

(0.008) (0.001) (0.008)
邻里信任程度 0.243*** 0.017*** 0.244***

(0.058) (0.004) (0.059)
最近金融机构距离 0.016 0.002 0.021

(0.095) (0.007) (0.092)
最近县城距离 0.024 0.001 0.021

(0.047) (0.003) (0.041)
地区(东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0.041 0.003 0.038

(0.152) (0.011) (0.152)
西部地区 0.444* 0.032* 0.453*

(0.255) (0.018) (0.258)
常数项 11.357*** 2.448***

(0.630) (0.046)
观测值 2711 2711 2711
R2/PseudoR2 0.066 0.020

       注:***、**、*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后文同

(二)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表3是使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结果,第一阶段模型以农户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为被解释

变量,第二阶段模型以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第(1)列以本村外出返乡

人口比重为工具变量,第(2)列以本乡镇外出返乡人口比重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表明,本村/本乡镇外出返乡人口比重和被观测者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高度相关,且第一阶段模

型估计的LR检验均拒绝了零假设,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表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一致。这

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纠正内生性问题之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提

升作用仍旧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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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外出务工经历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工具变量的CMP估计结果

变量
(1) (2)

第一阶段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本村外出返乡人口比重 1.177***
(0.104)

本乡镇外出返乡人口比重 1.223***
(0.08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73* -0.762***

(0.341) (0.277)
变量 第二阶段模型被解释变量: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

外出务工经历 1.186* 0.976**
(0.611) (0.47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437*** 11.362***

(0.862) (0.685)
观测值 1296 2079

    注:在使用CMP法进行估计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使用了Probit模型,第二阶段使用了OLS模型

(三)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

1.共同支撑域和平衡性检验。PSM估计结果是否稳健需满足前提假设,首先是共同支撑假

设(CommonSupportAssumption)。如果共同支撑域太窄,则在共同支撑域外的样本无法实现

有效匹配,会造成样本损失;共同支撑域范围越广,估计结果越可靠。从图2可以看出,匹配后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分布重合区间较大,匹配结果的共同支撑域符合预期。

图2 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密度函数分布图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还需要满足平衡性假设(BalancingAssumption),即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各个维度上的变量特征不能具有显著差异,否则难以减小因个体异质性产生的偏差。由于

不同匹配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样本损失量,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K近邻匹配、卡
尺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进行分析。表4结果表明,匹配后PseudoR2、LR值、均值偏差都有大

幅度下降,而且模型的标准化均值差异B值均降至25%以下,满足Rubin认为的B值小于25%
的样本匹配满足平衡假设的要求,平衡性检验通过。

表4 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PseudoR2 LR值 P值 均值偏差 B值

匹配前 0.080 294.840 0.000 14.100 69.300*

K近邻匹配(K=4) 0.011 33.570 0.054 4.200 23.200
卡尺匹配 0.010 32.480 0.070 4.100 22.500
半径匹配 0.010 29.730 0.125 3.200 21.300
核匹配 0.010 29.650 0.127 3.200 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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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平均处理效应。共同支撑域和平衡性检验通过之后,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估计农

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4
种匹配方式下的估计结果有小幅度波动,但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平

均处理效应相差不大且均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吻合,表明在消除了“自选择”问题之后,农
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仍旧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表5 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影响的PSM估计结果

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ATT 标准误 T值

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

K近邻匹配(K=4) 14.240 13.963 0.277* 0.160 1.73
卡尺内匹配 14.240 13.963 0.277* 0.160 1.73
半径匹配 14.240 13.943 0.297** 0.146 2.03
核匹配 14.240 13.945 0.295** 0.147 2.02

六、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1.规模扩张需求的中介效应。首先,因土地规模扩张需求和农资规模扩张需求均为二元变

量,本文选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于

两类需求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6列(1)、列(3)),即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促使农户做出规模扩张

决策。对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表明,两类需求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

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表现为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两者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前提下,将
自变量和中间变量同时纳入回归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系数

分别从0.291下降到0.268和0.250,而且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表6列(2)、列(4))。由

此证实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资本积累和禀赋提升使得外出返乡农户更倾向于进行规模扩张,从
而引发其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更高重视和对投资行为的更高预期,进而提升自身投资意愿,本文

假说 H2a得证。
表6 生产变革需求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土地规模 投资意愿 农资规模 投资意愿 新技术 投资意愿 新设备 投资意愿

(1) (2) (3) (4) (5) (6) (7) (8)
外出务工经历 0.139** 0.268** 0.160*** 0.250* 0.124** 0.269** 0.023 0.288**

(0.054) (0.137) (0.053) (0.136) (0.056) (0.136) (0.058) (0.136)
土地规模 0.461***

(0.137)
农资规模 0.690***

(0.135)
新技术 0.556***

(0.142)
新设备 0.598***

(0.15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711 2711 2711 2711 2711 2711 2711 2711
R2/PseudoR2 0.080 0.070 0.086 0.075 0.135 0.071 0.113 0.072

  2.经营创新需求的中介效应。由于新技术引入需求和新设备引入需求为二元变量,本文同

样选用Probit模型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引进新技术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表6列(5)),在将外出务工经历和新技术引入需求同时纳入回归之后,农户外出

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系数从0.291下降到0.269,表明新技术引入需求具

有中介效应(表6列(6))。但是,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新设备引入需求并无显著影响(表6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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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新设备引入需求并不具备中介效应,可能的原因是新设备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性资产,其资产

专用性特征容易导致所有者陷入交易困境,在当前社会化服务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寻求社会化服

务帮助而非自行引进设备不失为一种提升生产效率和避免交易成本的两全之策。因此,本文假

说H2b部分得证,也即技术型经营创新需求是外出务工经历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有

效路径,而设备型创新需求可能因涉及到资产专用性难题而落为无效路径。
(二)异质性分析

1.外出务工就业类型分析。外出务工就业类型不同对农户带来的影响程度明显不同,因此

本文就外出务工就业类型展开异质性分析。具体来说,农户的外出务工就业类型包括自主经营、

受雇稳定工作和打零工三类。本文以无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为对照组,分别以有自主经营经历、

有受雇稳定工作经历和有打零工经历的样本为对照组,分析不同外出务工就业类型下农户外出

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表7回归结果表明,农户的自主经营经历和受雇

稳定工作经历均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后

者列(1)、列(2),而农户的打零工经历对投资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列(3),T检验结果也表明不同

的外出务工就业类型对投资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随着农户外出务工就业层次

的提升,外出务工经历对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更加强烈。原因在于,随着外出务工

就业层次从低到高的演变,农户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的眼界更加开阔、家庭储蓄更多,而且资本积累

更加丰富、个人能力更加提升,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生产变革意愿,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和

投资意愿也更高。

2.农户类型分析。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发展差异,本文对规模农户和普通农户进行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规模农户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列(4),

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列(5),T检验结果也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规模农户投资意

愿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普通农户。究其原因,规模农户以农业作为长久职业、以经营性收入作为

家庭核心收入来源,因此会将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资本积累和禀赋提升大量投入到农业活动当

中,规模化、专业化、技术化的发展趋向随之增强,对各类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提升,对自

身投资行为的预期结果较高,因而愿意在利益范围之内主动投资。普通农户则由于生产规模小、

发展程度低等原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需求相对较小,加之经济水平较低,外出务工经历也难以转

变其“搭便车”行为。而且,兼业化严重导致其未必将外出务工带来的禀赋提升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对自身投资行为的预期结果并无太多期待,因而外出务工经历对其投资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3.农户年龄分析。农户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也会影响外出务工经历效应的发

挥,因此本文就农户年龄和农业从事年限进行异质性分析。由于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0.627
岁、平均农业从事年限为21.132年,本文在此基础上选择年龄50岁、农业从事年限20年两个整

数为节点进行分类。当农户年龄在50岁及以下或者农业从事年限在20年及以下时,外出务工

经历的提升效果显著列(6)、列(8),反之影响效果不显著列(7)、列(9),T检验结果也证明外出务

工经历对投资意愿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具有显著差距。此结果展现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传统与现

代之争。当外出返乡农户年龄较大或农业从事年限较长时,意味着其可能属于因资本积累不够

充足而被动返乡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被迫再农化回归到传统农业之中,再生产能力明显不

足,因此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偏低,对投资行为预期收益并无期待。而且,伴随着老年

性和弱能性的加深,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资本禀赋优势被愈加消磨,更加使得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

效应并不显著。与此相对,年龄较小或农业从事年限较短的外出返乡农户更多是“新生代”农民

工,他们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主动回流者,在国家利好政策之下凭借在外期间的资本积累和禀赋提

升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范畴,具有进行生产变革的强烈愿望,对生产性基础设施形成高度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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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预期收益之下产生投资意愿。
表7 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外出务工就业类型

自主
经营

受雇稳
定工作

打零工

(1) (2) (3)

农户类型

规模
农户

普通
农户

(4) (5)

农户年龄

50岁及
以下

50岁
以上

(6) (7)

农业从事年限

20年及
以下

20年
以上

(8) (9)
外出务工经历 1.763*** 0.372* 0.113 0.340** -0.197 0.427*** 0.067 0.387** 0.216

(0.473) 0.191) (0.174) (0.148) (0.346) (0.164) (0.247) (0.182) (0.211)
效应差异 1.391*** 0.259*** 0.537*** 0.361*** 0.171***

(0.012) (0.006) (0.009) (0.008) (0.00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658 1965 2250 1945 766 1588 1123 1437 1274
R2 0.085 0.056 0.064 0.066 0.118 0.073 0.071 0.087 0.063

   注:“效应差异”是两列影响效应的差值,即(1)和(2)列、(2)和(3)列、(4)和(5)列、(6)和(7)列、(8)和(9)列影响效应的

差值,通过T检验确定两列影响效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三)进一步分析:从投资意愿到投资行为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在一般情况下,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是相对顺畅的过程,但是在某些情

况下,受到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的心理意愿并不能完全预测其实际行为,可能产生“有意

愿无行为”现象。为了检验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积极性是否存在意愿

与行为的悖离,本文以东部地区数据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表8)。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农户外出

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1)),即农户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

其对生产性基础设施做出实际投资行为。而且,将投资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回归后发现,外出

务工经历对于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投资意愿对投资行为也具有显著影响(列(3)),说
明投资意愿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引致的生产性基础设

施投资意愿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实际投资行为。进一步地,以投资意愿作为分组变量

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投资意愿下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列(4),而低投资意愿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列(5)),说明投资意愿提升是投资行为产生的

必要条件,激发农户产生投资行为须提升其投资意愿。总的来说,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

户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投资意愿提升能够驱动投资行为的产生,农户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乡村

振兴中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提升。
表8 从投资意愿到投资行为(以东部地区为例)

变量
投资行为 投资意愿 投资行为

投资行为
(高投资意愿)

投资行为
(低投资意愿)

(1) (2) (3) (4) (5)
外出务工经历 0.176*** 0.364** 0.149** 0.276*** -0.013

(0.058) (0.174) (0.058) (0.075) (0.095)
投资意愿 0.087***

(0.01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599 1599 1599 914 685
R2/PseudoR2 0.024 0.067 0.051 0.047 0.032

  注:①农户对各项基础设施的投资行为均通过“您是否曾经为所在村庄该项基础设施建设出资?”询问,答案选项均为“是”与“否”,

本文将4个问题答案相加得到取值为0、1、2、3的有序变量(不存在对4项基础设施全部进行投资的农户),并以此作为投资行为变量。

②由于第(1)列和第(3)列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采用O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③东部地区投资意愿平均得分为13.902分,因

此本文将投资意愿得分在13.902分及以上的农户定义为高投资意愿农户,将13.902分以下的农户定义为低投资意愿农户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2018年全国层面的2711个微观农户数据,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分析了农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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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并探讨生产变革意愿这一影响机制以及外出务

工经历的影响异质性。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纠正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第二,规模扩张需求和技术型经营

创新需求是农户外出务工经历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重要途径,证实了收益预期和期

望结果对于农户决策的重要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自主经营或受雇稳定工作的外出务工

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提升效应显著,打零工经历则并无显著影响;规模农户外出务

工经历对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的提升效应显著,普通农户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并不显著;外
出务工经历对年龄在50岁及以下或农业从事年限在20年及以下农户的投资意愿提升效果显

著,反之并无显著影响,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条件。此外,基于东部地区数据

的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投资意愿提升能够驱动投资行为的产生,投资意愿与投资

行为之间尚未出现明显悖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建议。第一,为农村劳动力的城乡双向自由流动提供保障,破

除劳动力流动壁垒。一方面,政府应鼓励一些从事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活动的青年农民外出

务工,增加各项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摸底调查和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掌握农

民工需求,吸引优秀的外出务工人口返乡,鼓励他们投身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事业。第二,搭建

农业生产经营的要素网络,为外出返乡农户进行生产变革奠定基础,激发其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

需求。首先要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尤其是恰当处理好外出返乡人员的人地关系,为传统农业

的小农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利好环境。其次是加强技术资本的引进与推广,不仅要大力推

广新知识、新技术、新装备等应用技术,还应对外出返乡农户加强市场化、信息化、标准化的生产

技能培训,鼓励其将自身资源禀赋转化为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三,发挥政府的组

织引导职能,在尊重各类农民主体差异基础上分类引导。应注重通过物化补贴、经济补助等方式

引导外出返乡人员中务工就业良好的农户和规模农户进行投资,并辅以知识普及、宣传引导等方

式着重激发相对年轻或农业从事年限较短的“新生代”外出返乡农户的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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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idingandencouragingruralhouseholdstoparticipateinthesupplyofinfrastructurecaneffectivelysolve
the“lastmile”problemofpublicservices.Usingthe2018nationalsurveydataofnewagriculturalbusinessentities,this
paperanalyzestheinfluenceoffarmersmigrantworkexperienceontheinvestmentinclinationofproductiveinfrastruc-
tureanditsactionmechanismbasedontheIADextensiondecisionmodel.Theresultsshowasolidconclusionthat
farmersmigrantworkexperiencecanpromotetheinvestmentinclinationofproductiveinfrastructure.Themechanism
analysisshowsthatthedemandforscaleexpansionandtechnology-basedbusinessinnovationareimportantwaysofin-
fluencingframerswithmigrantworkexperiencetopromotetheirinvestmentinclination.Heterogeneityanalysisfound
thatthehighertheemploymentlevelofmigrantworkers,thestrongertheeffectoninvestmentinclination;forlarge-
scalefarmers,farmersaged50andbeloworwithatmost20yearsoffarmingexperience,theeffectofmigrantexperi-
enceismoresignificant.Inaddition,datafromtheeasternregionsinChinasuggeststhatfarmersmigrantworkexperi-
encecandriveinvestmentbehaviorbypromotinginvestmentinc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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